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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权研究进路的转向

———兼评 《环境权理论的新展开》

王小钢

摘　要：《环境权理论的新展开》一书隐含着环境权研究进路的三种转向：从程序权利到实体权利，从衍

生权利到独立权利，以及从集体权利到个体权利。此外，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环境权研究进路的第四种转向，

即从社会权利到连带权利。在当下学界过于强调环境权的程序面向、衍生面向、集体面向和社会面向的背景

下，突出环境权的实体面向、独立面向、个体面向和连带面向在环境权研究进路的转向层面具有重要的理论

反思意义。当然，环境权的宪法确认主要依靠政治决断，而非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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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博伊德在最新论文 《变革催化剂》中提出，已有１００个国家宪法中明文确认了环境权。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Ｒ．Ｂｏｙｄ．Ｃａｔａ－
ｌｙｓｔ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ｏｈｎ　Ｈ．Ｋｎｏｘ，

Ｒａｍｉｎ　Ｐｅｊａｎ（ｅｄｓ．）．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可能由于明文确认
环境权标准的不同，《变革催化剂》一文中统计的国家比 《环境权理论的新展开》一书中统计的国家多了阿尔巴尼亚、安
多拉、萨尔瓦多、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冰岛、伊朗、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荷兰、巴拿马、波兰、泰国和赞比亚等１４
个国家。《环境权理论的新展开》一书注意到最近的一次环境权入宪，即２０１６年阿尔及利亚宪法明文确认了环境权。

吴卫星在２００７年出版了 《环境权研究》一书十年后，又出版了新著 《环境权理论的新展开》。

该书在回顾和展望我国环境权研究之后阐述了环境公物论和环境公共信托论，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
究的基础上论述了各国环境权入宪、环境权的可诉性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回应批评和怀疑环境
权的五种论点的基础上梳理了环境权入宪的六项功能，并且在权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框架下论证了
环境权在中国的展开。该书梳理了各国的宪法环境权条款，并且在附录中列出了８７个国家宪法中
的环境权条款 （中外文对照）①。该书注意到１９８１年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２４条［１］（Ｐ７３）、

１９８８年 《美洲人权公约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议定书》第１１条［１］（Ｐ５９）和２０１２年 《东盟人
权宣言》第２８条［１］（Ｐ７１）都确认了环境权。在至少三份区域性人权文件和８７个国家宪法都已明文确

认环境权的背景下，该书顺理成章地提出环境权在中国的宪法化和民法表达。该书隐含着环境权研
究进路的三种转向：从程序权利到实体权利，从衍生权利到独立权利以及从集体权利到个体权利。

此外，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环境权研究进路的第四种转向，即从社会权利到连带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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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程序权利到实体权利

当下的第一种环境权研究进路是程序权利进路。当下环境法学界和公法学界基本都能够接受程
序性环境权利进路。程序性环境权利包括环境知情权、参与环境决策权和诉诸环境司法权。这三种
权利经常被称为程序性环境权利的三个支柱。程序性环境权利清晰地体现在１９９８年 《在环境问题
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司法的奥尔胡斯公约》（《奥尔胡斯公约》）和２０１８年 《在环境问
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司法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协定》（《埃斯卡苏协定》）中。程
序性环境权利鼓励公民及其团体在与其生活有关的环境事项上合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
监督权。因此，程序性环境权利可以发挥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功能。
按照吴卫星的统计，阿根廷、巴西、法国、俄罗斯等２７个国家宪法中同时规定了实体性环境

权利和程序性环境权利［１］（Ｐ８１－８４）。我国宪法中规定了环境保护国家政策，没有明文规定实体性环境
权利和程序性环境权利。２０１４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５３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我国环境法律明文确认了环境保护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环境保护监督权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举报权以及社会组织的起诉
权。这部法律没有赋予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
需要注意的是，《奥尔胡斯公约》不仅在序言中确认 “每个人有权在适合其健康和福祉的环境

中生活”，而且在第一条 “目标”中规定 “为促进保护今世后代人人可以在适合其健康和福祉的环
境中生活的权利，每个缔约方都应按照本公约的规定，保障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
和诉诸司法的权利”。因此，实体性环境权利是程序性环境权利的基础①。反过来，行使程序性环
境权利可以保障实体性环境权利。《埃斯卡苏协定》明确要求其缔约国通过实施程序性环境权利来
“保障每个人生活在健康环境中的权利”。在保障实体性环境权利方面，程序性环境权利具有工具性
作用。因此，《环境权理论的新展开》提出，借由知情权、参与权和诉诸司法权等程序性权利来进
一步保障环境权［１］（Ｐ２３３）。
基于环境权是实体权利这一界定，《环境权理论的新展开》明确提出 “在我国狭义的法律层面，

环境权尚未获得明确的、正式的、普遍性的承认”［１］（Ｐ２２０）。这意味着，程序性环境权利不是环境权，
只是宪法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在环境保护领域的适用。吴卫星在 《环境权内容之辨析》一
文中已明确提出，“环境权仅仅是一种生态性的实体权利，不包括经济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２］（Ｐ１４０）。
这隐含着环境权研究进路的第一种转向，即从程序权利到实体权利的转向。这也意味着程序性环境
权利本身并不能取代实体性环境权利。
需要注意的是，纯粹意义上的程序性环境权利虽然包括环境知情权、参与环境决策权和诉诸环

境司法权，但是其中的诉诸环境司法权主要旨在实现对侵犯环境知情权和参与环境决策权的司法救
济。换言之，纯粹意义上的程序性环境权利是不能推导出实体性环境权利的。因此，在纯粹意义上
的程序性环境权利语境中，仅仅生态环境损害发生这一事实不一定能启动司法救济。在这个意义上
讲，我国强调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蕴含着实体性环境权利
的某种要素。在环境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这种实体性环境权的要素被称为 “社会公共利益”。
环境公共利益能否成为环境权利的内容是一个法律哲学问题。公共利益论者和环境权利论者在

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在法律哲学中，有充分理由论证清洁空气等清洁环境可能成为实体性环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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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语文献一般用“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一词表述程序性环境权利（具体包括环境知情权、参与环境决策权和诉诸环境
司法权），用“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一词表述实体性环境权利（每个人享有在清洁和生态平衡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



利的客体。根据拉兹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ａｚ）的权利和共同善理论，环境公共利益属于一种共同善。有学者
指出，权利存在的价值在于它对共同善的贡献，共同善是决定权利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３］（Ｐ４４）。拉
兹将偶然的共同善称为公共善，将固有的共同善称为集体善。拉兹认为清洁空气是一种公共善。在
清洁空气变得日益重要的当代社会，我们可以通过拉兹式权利和共同善理论来论证清洁空气可能成
为一种实体权利的客体。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和人的尊严之间的概念联系和法
律关联来论证实体性环境权利存在的正当性。

二、从衍生权利到独立权利

当下的第二种环境权研究进路是衍生权利进路。环境法学界和公法学界部分学者能够接受衍生
权利进路。《环境权理论的新展开》提出宪法环境权生成的两条路径，即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通
过宪法解释路径，可以从我国 《宪法》第３８、３３、２６、２２和９条中推衍出宪法环境权。在这个方
面，印度法院不仅从宪法的生命权条款 （第２１条）推衍出清洁空气权和清洁水权，而且结合宪法
的生命权条款、国家环境政策条款 （第４８Ａ条）和公民环境义务条款 （第５１Ａ条）推导出环境权
既包含消极权利的面向，又包含积极权利的面向。在Ｓｕｂｈａｓｈ　Ｋｕｍａｒ　ｖ．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Ｂｉｈａｒ一案中，印
度最高法院宣布生命权涵盖为了充分享受生命的乐趣而享用不受污染的水和空气的权利。在Ｒｕｒａ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Ｋｅｎｄｒａ　ｖ．Ｕｔｔａｒ　Ｐｒａｄｅｓｈ一案中，印度最高法院依据宪法第４８Ａ、５１Ａ
条判决，为了保护和保障人民生活在尽量减少扰乱生态平衡的健康环境中的权利，采石场必须关
闭，并且承担关闭成本。此外，《环境权理论的新展开》明确提出，“通过宪法修改路径，增设一个
明确的、独立的环境权条款是一个较优的选择”［１］（Ｐ２３３）。这蕴含着环境权研究进路的第二种转向，
即从衍生权利到独立权利的转向①。
在国际人权法上，也存在环境人权生成的两条路径，即解释现有的人权文件和通过新的人权公

约。直接受到环境恶化影响的人权至少包括生命权、健康权、私生活权、适宜工作条件权和适当生
活水准权［４］（Ｐ１１２）。因此，至少可以通过解释现有人权文件的方式从生命权、健康权、私生活权和适
当生活水准权中推衍出环境权利。这就是解释既有人权文件的环境权研究路径，亦即衍生权利进路
或人权绿化进路。生命权不仅意味着政府不得侵犯公民的生命权，而且意味着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保
护公民生命权不受他人的侵犯。由于严重的环境污染可能会侵犯公民生命权，因此通过生命权来保
护环境成为一种可行的司法进路。然而，衍生权利进路在其适用范围和实际效果上都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衍生权利进路或人权绿化进路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充分满足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环境保护需
要，但是这种进路可以为将来承认独立环境人权清除障碍。
通过新的人权公约来确认独立的环境人权则是另外一条路径，亦即独立权利进路。目前，至少

三份区域人权文件已经确认了独立的环境人权。例如，１９８８年 《美洲人权公约在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领域的议定书》第１１条宣称 “每个人应有权在健康的环境中生活”。然而，《欧洲人权公约》
和 《欧洲社会宪章》目前都没有明文确认独立的环境人权，全球人权文件目前也没有明文确认独立
的环境人权。独立权利进路的优势是，将权利保护客体直接拓展到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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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在武大环境法研究所读研究生时写了一篇论文《试论公民良好环境权的公法确认》，发表在《行政法学研究》

２００４年第２期上。论文针对公法中的实体性环境权利做了类型学研究，将环境权划分为环境健康权、环境舒适权和生态美
感权。从名称看，当时所主张的三种实体性环境权利与健康权等其他权利还没有完全分开。今天看来，或许应该分别将这
三种权利的名称修正为健康环境权、舒适环境权和美感生态权。这样的称谓意味着这三种环境权利相对独立于健康权等其
他权利。



统。换言之，在不用提供证据证明侵犯其他人权的情况下，只要对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
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就被认定为侵犯了环境人权，进而受到国际人权法的保护。
法国倡议制定 《世界环境公约》（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并且推动起草了 《世界环

境公约 （草案）》。《公约 （草案）》第一条宣布，每个人都享有生活在适合其健康、福祉、尊严、文
化和自我实现的生态健全环境中的权利。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０日，第７２届联合国大会以投票方式通过
“迈向 《世界环境公约》”的决议 （Ａ／ＲＥＳ／７２／２７７），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就国际环境法和环境相关
文件可能存在的不足提交报告，并授权成立特设工作组讨论这一报告和可能的应对方案，并且在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建议，建议可包括召开政府间会议以通过一项国际协议文件。１１
月３０日，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报告 《国际环境法和环境相关文件的不足：迈向世界环境公约》。
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在作为国际环境法原则的 “清洁、健康环境权”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　ｃｌｅ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部分提出，国际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承认享受基本人权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密切
联系。然而，国际条约没有界定环境质量降低到什么程度就会发生人权受到侵害的情况。目前至少
有１５５个国家在宪法或法律中明文承认了独立的环境权利。现有国际文件没有普遍完整界定环境权
的范围和内容。２０１９年１月、３月和５月，“迈向世界环境公约”特设工作组在内罗毕先后召开了
三次实质会议。各方在推动包括环境权在内的国际环境法原则编纂等重要问题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
分歧。在普福 （Ｅｌｅｎａ　Ｌｏｒｅｄａｎａ　Ｐｉｒｖｕ）看来，《世界环境公约》若获通过，就将为基本人权规范的
法律大厦增添重要的篇章，卡森 （ＲｅｎéＣａｓｓｉｎ）创建了这个法律大厦，瓦萨克 （Ｋａｒｅｌ　Ｖａｓａｋ）通
过创建三代人权巩固了这个法律大厦，三代人权因此都有了属于其自身的公约［５］（Ｐ９）。如果 《世界
环境公约》获得通过，那么独立的环境权利将获得全球性公约的承认。
有学者指出，现代风险社会催生的环境权关注的是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不仅与财产权、生存

权、健康权等基本人权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法理念与法秩序，其核心内涵也无法为传统生存权和健
康权所接纳。因此，环境权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独立法律权利［６］（Ｐ３０－３１）。在独立权利进路中，环境权
利的目的是从根本上保护环境资源的环境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更准确地说，环境权利旨在保护环
境资源发挥环境功能和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环境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所体现的环境公共利益
显然相对独立于人的健康和财产等其他利益和需求。当环境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所体现的环境公共
利益对于人的重要性 （例如清洁空气的环境功能对于人的重要性）在特定时空下变得足够显著之
时，独立环境权利的存在也就水到渠成。

三、从集体权利到个体权利

当下的第三种环境权研究进路是集体权利进路。不少公法学者甚至反对集体权利进路，认为公
众成员只能获得政府履行环保职责带来的反射性利益。１９８１年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中的环
境权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是一种集体权利。这种权利的主体是 “民族”
（ｐｅｏｐｌｅｓ）。《非洲宪章》没有界定 “民族”的含义。起草者可能故意遗漏了这一点，以便在适用和
解释民族权时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基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的若干环境人权案例，除了通
过领土界限或民族性来界定 “民族”外，还可能通过其他因素来界定 “民族”。“民族”一词可能意
指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或者基于文化、语言、种族或者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人群［７］（Ｐ６４－６５）。联合
国秘书长报告 《国际环境法和环境相关文件的不足：迈向世界环境公约》指出，承认环境人权的现
有区域人权文件目前还不允许个人或团体向法院提出个体权利主张或公共利益损害赔偿。

《环境权理论的新展开》一书明确提出 “环境权是公共性和个体性的统一”［１］（Ｐ５２）。吴卫星在
《环境权的中国生成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展开》一文中提出，环境权本身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或者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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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性质，但是环境权的行使却不像 “民族自决权”那样只能由集体行使，环境权本身是可以为个
人享有同时也为个人行使的，环境权的公共性并不能抹杀环境权的个体性［８］（Ｐ７８）。公共性面向强调
公众成员共同享有、不排他地行使环境权利，本能地利用环境资源，进而维护和增进人的福祉。个
体性面向则强调 “个人享有并且行使环境权”。这也隐含着环境权研究进路的第三种转向，即从集
体权利到个体权利的转向。然而，环境法学界仅有一部分学者主张个体性环境权利进路，民法学界
大部分学者都反对个体性环境权利进路。主张个体环境权利进路的一个好处是推动各国政府更加重
视那些最易遭遇环境退化风险的人，包括妇女、儿童、老人、残障人、贫困人口、少数群体、原住
民成员和传统社群成员①。
有学者指出，在人权理论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环境权概念面临着具体化的困难，主要原因在于

环境权的个体性和公共性难以界分［９］（Ｐ１６３）。如果不能清晰地辨析环境权的个体性和公共性，那么很
难从根本上论证个体性环境权利进路的正当性。从法理上论证个体性环境权利其实并不那么容易。
西方法律哲学家麦考密克 （Ｎｅｉｌ　ＭａｃＣｏｒｍｉｃｋ）和拉兹都主张清洁空气等清洁环境不可能成为个体
权利的客体。他们的理由主要是，权利涉及个体个别地享用 “物品”，而作为公共物品的清洁空气
至多可以成为集体权利的客体。因此，一个需要我们去攻关的理论难题是，如何从法理上论证个体
环境权利进路呢？

多伦多大学法学院一位叫雷奥梅 （Ｄｅｎｉｓｅ　Ｒéａｕｍｅ）的学者写了一篇叫 《个体、群体和对公共
物品的权利》的论文。这篇文章区分了物品的生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和享用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在问某个
个体能否 “享有”（Ｈａｖｅ）某种特定物品时，人们经常在物品的 “生成”和 “享用”两种意义之间
模糊不清地使用 “享有”一词。如果某人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以便 “生成”某种公共物品，这个人不
能作为个体 “享有”这种公共物品，亦即他自己不能 “生成”这种公共物品。然而，当某人作为个
体 “享用”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对这个人存在本身具有重要价值时，这个人就可以作为个体 “享
有”这种物品［１０］（Ｐ７）。为什么公共物品的生成和享用的区分很重要呢？由于清洁空气、清洁水等公
共物品的生成需要包括公民、企业和政府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因此清洁空气、清洁水
的生成具有公共性。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无法单独生成或者说享有清洁空气、清洁水。
然而，自然人独立呼吸清洁空气、本能饮用清洁水却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因此，清洁空气、

清洁水的享用具有个体性。有学者指出，环境权中的享用是指公众 （每个人、一切人）可以自由
地、直接地、免费地享用环境［１１］（Ｐ１００）。任何一位自然人都可以独立地呼吸清洁空气、本能地饮用清
洁水。清洁空气、清洁水的自然人独立享用性为个体环境权利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论证理路。这在法
理上可能开放出一种个体环境权利进路。当下学界可能一直忽视清洁空气或者清洁水的自然人独立
享用性。清洁空气或者清洁水的自然人独立享用性为论证个体环境权利进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想象
空间。详细的论证还需要做很多研究工作，这也是接下来需要我们努力去研究的重要课题。
个体环境权利何以可能的问题不仅关涉环境权利的宪法化论题，而且关涉环境权利究竟写入宪

法第一章 “总纲”，抑或写入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论题。有学者指出，在对环境权
的分析中，我们应该引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分析模式。权利的演进是由集体到个人权利的过程，个
人对环境享有相对独立于人类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依赖于对 “人类”的意识［１２］（Ｐ３７）。在个体环境
权利论者看来，无论是以权利为基础的理论，还是功利主义，都可以论证个体环境权利的存在。既
然我们可以从法律哲学上论证个体环境权利的存在，那么将环境权写入宪法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
利和义务”可能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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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钢：环境权研究进路的转向———兼评 《环境权理论的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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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社会权利到连带权利

当下的第四种环境权研究进路是社会权利进路。社会权利进路将环境权理解为一种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部分环境法学者能够接受社会权利进路。《环境权理论的新展开》也明确提出 “环境
权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１］（Ｐ１４）。这意味着，环境权的实现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
而不是要求政府必须提供某种特定质量的空气。社会权利面向的环境权主要对应是政府的法律义
务，而非私人主体的法律义务。
环境权是新一代人权。瓦萨克将三代人权依次与法国大革命的口号 “自由、平等、博爱”对应

起来。第一代人权与 “自由”（Ｌｉｂｅｒｔé）对应，主要是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权，是体现在 《世界人
权宣言》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与 “平等”
（ｇａｌｉｔé）对应，主要是通过要求政府为所有人提供最低标准的教育和卫生、维持生活的基本工资、
体面的就业条件和社会保险等保障，进而促进第一代人权的实现。第三代人权与 “博爱”
（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对应，主要是由防御国家干预的同时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利组成。第三代人权是要
求所有的个体和社会机构 （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机构）共同合作予以实现的连带权
利［１３］（Ｐ３６２－３６３）。简言之，第一代人权是以自由权为核心的个体权利，例如生命权、言论自由权和出
版自由权。第二代人权是以社会权为核心的个体权利，例如健康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社会经济
权利的实现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第三代权利是以连带权利为核心的集体权利，例如环境权、和平
权和发展权。
环境权兼具三代人权的性质。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等具体环境权利是具有某些自由权特征的个

体权利。程序性环境权利也是具有自由权特质的个体权利。抽象意义上的一般环境权包含着保护健
康、分配资源等一些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相关的特征。然而，环境权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环境权超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概念框架，甚至在一些时候可能与一些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发生冲突。在国际法层面，环境权是一种具有连带权利特质的集体权利。国际法层面的连带权
利与国内法层面的个体权利有着显著的区别。国际法层面的连带权利强调各国政府通过国际合作解决
环境问题。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都主要是各国政府。国内法层面的个体环境权利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
的面向。权利主体是公民个人及其团体。义务主体是本国政府。按照三层次国家义务论，政府负有义
务尊重公民环境权利，保护公民环境权利，以及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实现公民环境权利。
在国际法层面，连带权利的实现需要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协同合作。在这个意义

上讲，环境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关照下的一种新兴人权。在国际法层面，作为连带权利的环境
权的权利主体主要是各国政府，义务主体也主要是各国政府。作为权利主体，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代
表其全体国民，以全体国民的名义行动。作为义务主体，国家有义务和其他国家合作以便实现环境
权利的目的和目标［１４］（Ｐ１２５）。在国际法中，作为环境权主体的国家也有义务积极保护和合理管理自然
环境和自然资源。
在国际法层面，各国政府在实现环境权上必须承担主要义务，个人、私人机构 （包括地方、全

国、区域和全球层面）、区域公共机构和全球公共机构也都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保护和实施环境权
依赖于所有这些主体的共同努力。和其他人权一样，国家是环境权的主要保护者。然而，关于私人
实体对环境权的侵害，国家由于其控制失灵而负有责任［１５］（Ｐ９３）。除了保护个人以外，环境权也通过
要求各国政府采取集体行动和协同合作解决跨界环境问题来保护全体国民，这也是第三代权利所共
享的一个特征［１６］（Ｐ５８３－５８４）。在国际法层面，环境权的连带权利面向可以推导出国际合作原则 （体现
在 《里约宣言》原则七、十八、十九、二十七和 《世界环境公约 （草案）》第十八条）、“共同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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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的责任”原则 （体现在 《里约宣言》原则七和 《世界环境公约 （草案）》第二十条）和不损害
国外环境原则 （体现在 《里约宣言》原则十三和 《世界环境公约 （草案）》第五条）。

《世界环境公约 （草案）》第二条宣布，每个国家或国际机构，每个自然人或法人 （无论是公法人
还是私法人）都有爱护环境的义务。为此目的，每个人都要在各自的层面上为养护、保护和恢复地球
生态系统完整性做出各自的贡献。第十四条宣布，考虑到包括民间社会、经济行为体、城市和地区在
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内机构在保护环境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缔约方必须采取各种必要措施
来鼓励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内机构实施本公约。第二条和第十四条实际上强调了环境权的连带权利面
向。在国际法层面，环境权的连带权利面向不仅导致环境权相关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
且导致实现环境权所牵涉的权力主体、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和责任主体之间的复杂网络。

五、结束语

我们强调环境权研究进路的转向，主要是呼吁环境权研究者关注环境权的实体面向、独立面
向、个体面向和连带面向。理论上，环境权可能是兼有程序面向和实体面向、衍生面向和独立面
向、集体面向和个体面向、社会面向和连带面向的统一体。有学者指出，将传统权利与 “环境权”
均纳入其中的 “权利”要素之中，并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利要素，即与环境相关的 “已然”传统权利
以及 “未然”之环境权［１７］（Ｐ４２）。这实际上在强调环境权是兼有衍生面向和独立面向的统一体。在当
下学界过于强调环境权的程序面向、衍生面向、集体面向和社会面向，以至于要否定实体性环境权
利、独立性环境权利、个体环境权利和连带性环境权利的背景下，强调环境权研究进路的转向，突
出环境权的实体面向、独立面向、个体面向和连带面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环境
权理论的新展开》一书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研究内容的广度拓展和深度挖掘方面都
将我国的环境权研究推进到一个新境界，尤其是在提倡环境权研究进路的转向层面具有重要的理论
反思意义。当然，环境权的宪法确认主要依靠政治决断，而非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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